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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李瑞全教授〈中國文化中的人

論與醫學：儒家之醫學模式〉一

文的回應 

 

方旭東 * 

 

李瑞全教授的〈中國文化中的人論與醫學：儒家之醫學模式〉

稱得上是一篇宏文，該文站在中西比較的高度提出了在現行西方

醫學模式之外創建新的醫學模式的構想，這個新的醫學模式主要

基於“中醫所含的文化意義，特別是儒家對人之為人的價值，以

及人與天地萬物的關係所提出的醫學理念”（李瑞全，2015，51）。

筆者一直從事儒學研究，近年來又關注生命倫理學，此文對筆者

的吸引力可想而知。 

細繹李文，李教授所理解的醫學模式，主要是關於疾病的定

義以及治療的原理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，他認為，中醫提出了不

同於西方的醫學模式，因為中醫所理解的疾病“基本上是陰陽氣

化之失調”，其診斷與治療“參照陰陽五行的理論來進行”。（李

瑞全，2015，62）這與西方醫學模式（尤其是傳統醫學模式）迥

然不同，因為，在後者那裡，“疾病的問題和醫療純是物質的身

體”，“疾病的最後原因即在物理的層面來驗證”。（李瑞全，

2015，5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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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者對西方醫學素無研究，對李教授有關西方醫學模式的理

解無從判斷，故不予置評。在此，筆者主要想就李教授提出的儒

家醫學模式做一點討論，算是對李文的一種呼應。 

雖然李文主要是為儒家醫學模式張目，但令筆者感到美中不

足的是，真正能夠說明儒家醫學模式的內容還嫌太少。李教授首

先花了大量篇幅敘述中醫理論。但眾所周知，中醫並非儒學一家

可以範圍。中醫對疾病的診斷與治療主要參照陰陽五行的理論來

進行，而陰陽五行之說來源複雜，並非純正的儒學，至少不是儒

家最有代表性的理論。就此而言，固然可以說中醫提出了一種不

同於西方的醫學模式，存在著一種中醫醫學模式，卻不能說，這

種模式就是儒家的。要證成儒家之醫學模式，顯然還需要更多說

明。李教授在後面亦強調，在中醫的學理中，能使醫病感通，使

身心與宇宙氣化合一和相應的是儒家的“仁”與“仁心”的觀

念。（李瑞全，2015，58）然而，“醫乃仁術”的觀念更多是指

醫者應具備“心存仁義”之德，是對醫德的要求。在此意義上，

它還不足以構成與西方相區別的一種醫學模式。因為，不難想見，

西醫同樣也有對救死扶傷、無私奉獻這樣的醫德的要求。  

不過，李教授強調生命感通對於儒家醫學模式的意義，這是

富於啟發性的觀點。只是，以筆者之見，對醫學模式具有意義的

生命感通主要不是體現在李教授所說的這種“醫病感通”上，而

在於：它提出了西方醫學模式當中所沒有涉及的由於生命不能感

通而產生的價值主體失落的精神疾病。李教授在談到“心靈疾病

的治療”時對此有所述及（李瑞全，2015，64），但似乎還沒有

十分自覺，因為他在後面談到由生命不能感通帶來的疾病時，又

將精神病、“平常的一些違背倫常或合理的規範的表現”描述為

其嚴重形式。（李瑞全，2015，64） 

精神疾病，西醫亦有對治之法，談不上是儒家醫學模式（如

果有的話）的特色。至於“平常的一些違背倫常或合理的規範的

表現”，有些可以歸為精神疾患，有些則屬於文化價值或社會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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俗之間的衝突，並不真的就是疾病。真正能夠反映儒家醫學模式

對疾病獨特理解的，是那種由於心靈不能感通，失去作為價值、

行動主體的能力而產生的疾病，其表徵是不能自作主宰，不能與

他人相通，不能與最高的天道相通。這類情況在西方醫學當中，

甚至在傳統中醫當中，都不被理解為疾病，更不會施以治療。但

從人的心靈的暢達、繁榮(flourishing)來看，它的確是一種心靈的

痼疾，儒學尤其對它給予關注，而治療的手段則是訴諸所謂心性

修養的工夫論，從而也有別於訴諸信仰、超越力量的那些宗教傳

統。這樣的例子在儒學中俯拾皆是，以前學界似乎還沒有從醫學

模式角度給予注意。以下，筆者試舉一例略為說明。 

曾經有位學人向朱子(1120-1200)連篇累牘地訴說舉業失利

給自己帶來的痛苦，朱子的回信儼然就跟醫生給病人看病一樣，

先分析病因：“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，所以如此執著，放舍不

下”，接著開出藥方，甚至連每天服“藥”的次數與“劑量”都

做了詳細說明：“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功夫，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

義利處反復熟讀，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，利欲何從而有，二者

於人孰親孰疏、孰輕孰重，必不得已，孰取孰舍、孰緩孰急。將

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熟讀”。考慮到對方可能將信將

疑，朱子又特別囑咐，這個方子是慢慢見效：“初看時似無滋味，

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，則自然放得下矣”。（朱熹，2002，

2568-2569） 

說朱子對待上述為科舉失利所困擾的學者像醫生對待病

人，並非誇張。事實上，朱子在分析學者從事科舉之弊時，直接

用了“病”這樣的詞語來對事狀進行描述：“大抵今日後生輩以

科舉為急，不暇聽人說好話，此是大病。須先與說破此病，令其

安心俟命，然後可教”（朱熹，2002，2278-2279），“大抵今之

學者之病，最是先學作文干祿，使心不寧靜，不暇深究義理，故

於古今之學、義利之間，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，而無以知其

輕重取捨之所宜。”（朱熹，2002，277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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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子所關注的，是學者內心的寧靜，是精神的完滿充實。世

俗中人汲汲於名利，在一般的醫者看來，只要沒有頭疼腦熱，就

不是病，而在朱子看來，這其實是對人身心極有妨害的“大病”。

那麼，這種心靈疾病又如何醫治呢？朱子推薦的醫方是，要熟讀

聖賢之書（讀書），樹立崇高的人生理想（立志），要在義利之

間分清輕重取捨（明理）。簡而言之，是要修身，要在身心上做

工夫。這個部分，正是理學富有特色的工夫論。（方旭東，2009，

374-393） 

限於篇幅，不能詳論。無論如何，今天我們要構建一個不同

於西方的中國醫學模式，儒學（尤其是理學）的工夫論是值得好

好發掘的重要思想資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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